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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崔文星   叶  江 
 

【内容摘要】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

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

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

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 21 世

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

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

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

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 2030 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

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

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

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 2030 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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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在冷战背

景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争取盟友的重要手

段。对于援助国来说，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通过援助使某个受援国成功留

在己方阵营，而较少关注援助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与社会

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不复存在，但援助国政府在

制定援助预算时面临着新的合法性危机，议会和民众对本国进行的大量援助

并未有效改善受援国状况提出更多批评。援助有效性（aid effectiveness）的

讨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而对可衡量的结果的重视是讨论的主要内容。 

进入 21 世纪以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

援助有效性辩论的重要参照，全球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亦开始了结果导向型

援助新实践。中国高度重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可持续发展议程与

中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了有机结合。目前，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各项落

实工作已经在中国全面展开。① 2021 年 1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

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强调中国不仅要通过自身发展，而且要

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2021

年 8 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对外援助管理

办法》，以加强援外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2021 年 9 月，习近平主

席在第 76 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1 年

10 月 30 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的

讲话中强调，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加快联合国 2030 年议程的落实，这标志着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议程的对接进入新阶段。 

 
一、从援助有效性到结果导向型援助 

 

援助有效性是发展援助在实现经济或人类发展方面的效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援助国的政府和援助机构开始意识到，

                                                        
①  参见《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国政府网，2016 年 9 月，

http://www.gov.cn/xinwen/2016-10/13/5118514/files/4e6d1fe6be1942c5b7c116e317d5b6a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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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提供发展援助时所采取的不同援助方式和对受援国提出的不同要求

给受援国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导致援助的效力降低。因此，它们开始寻求

通过相互间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来提高援助的有效性。2000 年 9

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困、饥饿、疾病、

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商定了一套有时限的目标，即千年发展目

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这一目标体系为援助者之间的政策协调提供

了重要参照，援助有效性评价的国际进程也由此开始。 

（一）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 

2002 年 3 月，联合国发展融资峰会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双边与多边

援助机构同意扩大援助规模并提高援助有效性。① 2003 年 2 月，在意大利

罗马召开的援助协调高层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援助协调性的罗马宣言》

（Rome Declaration on Harmonization），强调援助重点要与受援国发展的优

先领域保持一致并加强援助国之间的协调。② 2005 年 3 月，在法国巴黎举

行的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上签署的《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提出了国家自主决策（ownership）、一致

性（alignment）、协调性（harmonization）、成效管理（management for results）

和相互问责（mutual accountability）五项援助原则。③ 其中第四项原则强调

需要加强对援助实效与成果的测量，使援助能够切实促进受援国经济与社会

发展目标的实现。2008 年，第三届援助高层论坛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

会议通过的《阿克拉行动议程》（Accra Agenda for Action）在认可南南发展

合作价值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发展结果。④ 2011 年 11 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

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上通过的《釜山宣言》（Busan Partnership for 

                                                        
① United Nations, Monterrey Consensus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2003, para. 41,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
ct/A_CONF.198_11.pdf. 

②  Rome Declaration on Harmonization, Rome, Italy, February 25, 2003, 
https://www.instituto-camoes.pt/images/cooperacao/declaracao_roma.pdf. 

③  “The 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 Five Principles for Smart Aid,” 
https://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45827300.pdf. 

④  The Accra Agenda for Action (AAA), https://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 
458273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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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正式提出国际援助政策的关注点应从援

助有效性转向发展有效性。结果导向型援助（results-based aid）模式就是在

这一背景下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多边援助机构中发展起来，并日益受到中国学

界的关注。 

（二）关于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学术讨论 

“聚焦于结果”（results-focus）曾是围绕援助所进行的辩论的重要维度。

例如，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分析框架就将援助直接与绩效和结果相

联系，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一书中就有相关分析。还有一些理论、概念和方法也与“结果”相

关。例如，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关于国家选择（country selectivity）的

讨论也隐含着聚焦“结果”，其背后的理念是对那些表现良好的国家予以奖

励，并激励它们表现得更好。① 此外，为援助附加条件也直接涉及对政策实

施与改革结果的激励。② 

对援助结果的重视虽然由来已久，但对结果导向型援助这一新援助方式

的深入研究则主要是在 2011 年釜山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之后，在国际发

展话语从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转变的背景下逐渐兴盛起来。在这次论坛

之后，德国发展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ntwicklungspolitik, DIE）的一

批研究人员开始对结果导向型援助进行专门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国际

组织在非洲国家的相关项目，重点关注教育、卫生与治理。斯蒂芬·克林格

贝尔（Stephan Klingebiel）对结果导向型援助方式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③ 阿

曼达·梅丽娜·格里特纳（Amanda Melina Grittner）对卫生部门结果导向型

融资进行了研究。④ 莎拉·霍尔扎普菲（Sarah Holzapfel）与海纳·贾纳斯

                                                        
①  William D. Savedoff, “Incentive Proliferation? Making Sense of a New Wave of 

Development Program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11. 
② Jonathan R.W. Temple, “Aid and Conditionality,” in Dani Rodrick and Mark Rosenzweig,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 Amsterdam, Oxford: Elsevier, 2010, pp. 
4415-4523. 

③  Stephan Klingebiel, “Results-based Aid: Limitations of New Approaches,”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1. 

④ Amanda Melina Grittner, “Results-based Financing: Evidence from Performance-based 
Financing in the Health Sector,”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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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er Janus）对教育部门中结果导向方式的指标进行了归纳。① 海纳·贾

纳斯和莎拉·霍尔扎普菲对农业部门中结果导向方式所面临的挑战与教训进

行了总结。② 海纳·贾纳斯和尼尔斯·凯泽（Niels Keijzer）对坦桑尼亚结

果导向型援助项目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分析。③ 除了德国发展研究所，英国、

荷兰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研究人员也对结果导向型援助进行了研究。马

克·皮尔森（Mark Pearson）对结果导向型援助概念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

其是否促进了结果的实现。④ 朱里安·图嫩（Jurrien Toonen）等以马里和加

纳作为案例，对卫生领域中结果导向型融资进行了研究。⑤ 美洲开发银行则

通过来自萨尔瓦多卫生部门的证据对结果导向型援助是否比传统援助更有

效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⑥ 世界银行对教育领域中结果导向型融资进行了研

究，并对这种融资方式对加强世界银行系统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⑦ 

随着中国日益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国内学者在对援助有效性和发展

有效性的讨论中也更聚焦结果。李小云对西方援助有效性战略为何走向无效

进行了分析，认为援助主体、对象、机构和领域的碎片化是影响援助效果的

重要原因。⑧ 张海冰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一种发展引导型援助，以发展

的有效性作为衡量援助是否有效的关键标准，这一点不同于巴黎俱乐部所推

崇的援助有效性概念。⑨ 黄梅波构建了援助有效性和发展有效性相结合的国

                                                        
① Sarah Holzapfel and Heiner Janus, “Improving Education Outcomes by Linking Payments 

to Results: An Assessment of Disbursement-linked Indicators in Five Results-based Approaches,”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② Heiner Janus and Sarah Holzapfel, “Introducing Results-based Approaches in Agriculture: 
Challenges and Lessons Learnt,”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2017. 

③ Heiner Janus and NielsKeijzer, “Big Results Now? Emerging Lessons from Results-Based 
Aid in Tanzania,”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④ Mark Pearson, “Results Based Aid and Results Based Financing: What are They? Have 
They Delivered Results?” HLSP Institute, January 2011. 

⑤  Jurrien Toonen et al., “Results-based Financing in Healthcare: Developing an RBF 
Approach for Healthcare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Case of Mali and Ghana,” KIT Publishers, 
2012. 

⑥  Pedro Bernal, Pablo Celhay, and Sebastian Martinez, “Is Results-based Aid More 
Effective than Conventional Aid?”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January 2018. 

⑦  World Bank Group, “Results-based Financing in Education: Financing Results to 
Strengthen Systems,” January 1, 2018,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64551526 
626375799/Results-based-financing-in-education-financing-results-to-strengthen-systems. 

⑧ 李小云：《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版，第 64 页。 

⑨ 张海冰：《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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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展援助质量评价框架，利用该框架对中国对外援助效果进行评估。①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在关于发展有效性的讨论中加强了对援助效果和结

果的研究，西方学界和政策界则对结果导向型援助的概念、原因、效果等基

本问题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并结合不同的国家案例进行了初步探讨。 

（三）结果导向型援助是对过程导向型援助的纠正 

与结果导向型援助相对应的是过程导向型援助。过程导向型援助是以投

入（如提供了多少资金）和进展（如建成了多少所学校）为导向。与此相对

应，对援助效果的衡量也通常是根据投入或进展指标来进行，例如，受援国

是否增加了教育预算，是否出台了教育改革政策。这种援助评估方法主要关

注的是受援国的活动，但并不确定预期结果是否能够实现。例如，预算增加

和教育改革政策的出台是否实际促进了入学人数的上升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如果结果得以实现，其与援助活动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② 这些都是过程导

向型援助难以回答的问题。结果导向型援助力图弥补传统援助方式的不足。 

结果导向型援助致力于在援助活动开始之前确定可以衡量和量化的与

发展援助活动直接相关的结果目标，援助国与受援国在合同中确定促使结果

目标实现的激励措施，即援助的实施与结果目标的实现情况相挂钩。③ 援助

国与受援国事先就结果的“单价”（Unit Price）达成一致，例如，受援国每

有一名学生通过期末考试，援助方将会提供多少援助，但援助方并不参与援

助项目的具体实施。结果导向型援助在援助支付和发展结果的实现之间建立

了联系，旨在消除以投入为导向的援助方式的弊端，如没有明确的结果证据、

援助交易成本高、大量使用援助方的执行能力而绕过受援国国家系统等。 

 
二、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实施与评价 

 

结果导向型援助主要基于三个假设。第一，由于强有力的激励措施，结

                                                                                                                                          
版，第 135 页。 

① 黄梅波：《国际发展援助的有效性研究》，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② Stephan Klingebiel, “Results-Based Aid (RBA): New Aid Approaches, Limita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to Promote Good Governance,”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2, p. 3. 
③ Ibid.,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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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导向型援助可以促进受援国在主要结果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第二，结果导

向型援助降低了援助的交易成本，因为它需要的报告流程较少，而且受援国

的国内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更好的利用。第三，受援国对结果导向型援助

的计划制定和政策实施有很强的自主权，而且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责任分

工也更加明确。 

（一）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实施步骤 

结果导向型援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援助国

与受援国签订发展合作合同。第二步是开展实现结果目标所需的活动（受援

国负责整个实施过程）。第三步是对结果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估（通常由

第三方完成）。 

“结果”通常被定义为“投入”（input）和“活动”（activity）的直接

和间接影响，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级。“产出”（output）通常是技术层面

的结果，如新建的学校；“产出”可能会导致下一层级的结果是“成果”

（outcome），如因有了新的学校设施而使儿童入学率提高；最具雄心的结

果层级是“影响”（impact），如因教育成果改善而带来的减贫效应。① 

（二）结果导向型援助的评估指标 

对目标结果的实现情况进行衡量需要使用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将指

标定义为“定量或定性因素或变量，提供衡量成就的简单可靠手段，反映与

干预有关的变化或帮助评估发展行动者的表现”②。在所有类型的发展计划

中都会使用指标对实施过程进行管理并对实施结果进行报告。 

在结果导向型援助中，指标被专门用于决定所支付资金的数额。虽然所

有发展干预都需要某种形式的证据，如资金支出的文件证据来确定援助的支

付，但结果导向型援助通过与支付挂钩的指标（Disbursement-Linked 

Indicators, DLIs）将资金拨付与预先确定的目标或结果直接相联。与支付挂

钩的指标有三种分类方法。 
                                                        

① Stephan Klingebiel, “Results-Based Aid (RBA): New Aid Approaches, Limita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to Promote Good Governance,”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2, pp. 7-11. 

② OECD/DAC, “Glossary of Key Terms in Evaluation and Results Based Management,” 
2009,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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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分类是“进程指标”与“结果指标”。与支付挂钩的指标可以根

据结果的不同层级来进行界定。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影响链条始于“投入”，

然后是为实现预期目标所开展的“活动”，“投入”和“活动”有助于“结

果”的实现。① “结果”又有三个层级：直接的“产出”、短期和中期的“成

果”以及长期的“影响”。“投入”指标用来衡量所使用的财务、人力和物

力资源，如分配给教育计划的预算。“活动”指标衡量所采取的行动或所开

展的工作，如举办教师培训研讨会的数量。“产出”指标用来衡量发展干预

所产生的产品、资本品和服务，如接受过培训的教师人数。“成果”指标用

来衡量干预的短期和中期效果，如学生学习成绩的改善。“影响”指标用来

衡量干预的长期效果，如青年就业率的增加。② 

第二种分类是“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直接指标”指发展的主

体，③ 如接种疫苗的儿童人数是儿童疫苗接种计划“产出”层面的直接衡量

指标。“间接指标”衡量与结果本身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很好地描述结果

的实现程度，④ 如家庭资产和住房情况通常用作家庭生活水平的间接衡量标

准。当收集“直接指标”的数据困难、成本高昂或不可行时，就会更多使用

“间接指标”。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收入、支出和消费等生活水平的直接衡

量标准难以收集或收集成本高昂，“间接指标”就特别有用。 

第三种分类是“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定量指标”是通过客观

或可独立验证的数值（如绝对值、百分比、比率等）对结果进行衡量，如接

受培训的教师人数、受益于卫生条件改善的人数、每日生活费不足 1.25 美

元的人口比例、每一千名活产婴儿中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然而，并非所

有现象和结果都可以量化，如促进民主、善治或机构能力建设的干预措施其

结果往往是定性的，因此通常可以通过定性指标来衡量，如法律是否已获通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Group, Results-based Management Handbook: Harmonizing 

RBM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for Improved Development Results at Country Level, 2011, p.15.  
② Sarah Holzapfel and Heiner Janus, “Improving Education Outcomes by Linking Payments 

to Results: An Assessment of Disbursement-linked Indicators in five Results-based Approaches,”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pp. 4-5. 

③ MDF Training & Consultancy, MDF Tool: Indicators, 2005, p. 4. 
④ Danida, Monitoring at Programme and Project Level: General Issues, Copenhage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Denmark, 2006,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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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或是否已建立机构，受益人对服务的评价是优秀、满意还是不满意。 

对与支付挂钩指标的适用性进行评估通常采用“聚焦于结果”“与受援

方努力相关”“需财政激励”“可衡量验证”“考虑意想不到的后果”等有

关标准。一是更加注重结果是结果导向型援助的主要目标之一，与支付挂钩

的指标应聚焦于对三个层级上结果目标的衡量。二是当援助拨付与指标挂钩

时，这些指标应衡量那些因受援方努力而产生的变化。三是在财政激励方面

必须为在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定价，以及确定是否为额外的单位进展进

行增量拨款。四是当支付与结果挂钩时，这些结果必须是可衡量和可独立验

证的，这样才能确保其可信度。五是指标的设定要考虑意想不到的后果并注

意避免激励扭曲。例如，当及格率指标被用于确定援助拨付时，受援方有强

烈的动机把精力放在帮助那些最接近及格门槛的学生，而忽视那些距离及格

线较远的学生。① 

（三）坦桑尼亚结果导向型援助案例分析 

世界银行资助的坦桑尼亚“教育中的重大成果计划”（Big Results Now 

in Education Program, BRNEd），是教育部门中第一个结果导向型援助的试

点计划。该计划始于 2014 年，其目标是提高坦桑尼亚中小学的教育质量，

其衡量指标包括：全国二年级学生的阅读平均成绩、全国二年级学生的平均

算术成绩、中小学暗访期间在教室里发现的老师百分比等。② 这一项目的一

个显著特点是与坦桑尼亚国家改革议程中“立即实现重大成果”（Big Results 

Now, BRN）倡议紧密联系并保持一致。 

该倡议聚焦于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六个优先领域，致力于在规定的时间

内实现可衡量的目标，表现出较强的结果导向特点。世界银行对此表现出浓

厚兴趣并在五年内（2014—2018 年）出资 1.22 亿美元，共设立了 16 个与支

付挂钩的指标对进展进行监测与评估（见表 1）。 

                                                        
① Sarah Holzapfel and Heiner Janus, “Improving Education Outcomes by Linking Payments 

to Results: An Assessment of Disbursement-linked Indicators in Five Results-based Approaches,”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pp. 7-14. 

② World Bank Group, Tanzania-Big Results Now in Education Program Project (English), 
2014,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47121468312011600/Tanzania-Big-Results- 
Now-in-Education-Program-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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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银行坦桑尼亚“教育中的重大成果”项目 

 

 投入 活动 产出 成果 总计 

指标数量 3 10 2 1 16 

融资数额 

（美元） 
4 300 万 4 300 万 2 000 万 1 600 万 1.22 亿 

融资百分比 35.5% 35.5% 16% 13% 100% 
资料来源：Sarah Holzapfel and Heiner Janus, “Improving Education Outcomes by Linking 

Payments to Results: An Assessment of Disbursement-linked Indicators in five Results-based 

Approaches,”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2015。 

 

从“聚焦于结果”标准看，与支付挂钩的指标分布在结果链条中的投入、

活动、产出和成果四个层级。大多数指标对制定预算、生成报告等活动进行

奖励，唯一的成果指标对阅读、写作和算术方面的改进进行奖励。从“与受

援方努力相关”标准看，这些指标的改善与政府部门控制范围内的活动密切

相关，因此，11 个指标针对中央政府部门的行动进行奖励，5 个指标针对向

学校提供资金和教师的地方政府的行动进行奖励。从“财政激励”标准看，

支付要么基于达到某些阈值，要么基于规模上的单位。在 16 个指标中，9

个被确定为阈值，主要用于衡量是否已制定预算、计划或测量工具。这些指

标的支付大多在第一年进行一次，指标是以二元术语表示的定性指标。因此

资金要么全部发放，要么完全不发放。其余 7 个指标基于不同的尺度，对目

标进展情况按比例进行奖励。从“可衡量验证”标准看，大多数指标都是直

接和定性的，并评估政府实体的绩效。虽然这些指标在针对特定活动的意义

上是直接的，但它们只是总体目标的间接衡量标准。从“意想不到的后果”

标准看，许多潜在的意外后果和各自的缓解策略已经被提前考虑并包含在计

划设计之中，主要风险包括 2015 年的国家选举结果、管理薄弱、执行部门

的监督能力欠缺等。 

（四）结果导向型援助的优势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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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导向型援助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促进受援国的发展。一是激励受援

国，因为资金拨付与可量化的结果相联系，这可以激励受援国努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二是在受援国产生溢出效应，受援国在某一个部门所形

成的发展成果会对其他部门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如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

民众的卫生知识，从而进一步促进健康目标的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就吸取了千年发展目标“筒仓”结构的教训，① 致力于提高各目标

之间的协同效应。三是加强受援国政府的自主权，2030 年可持续发展子目

标 17.15 强调要尊重每个国家制定和执行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政策

空间和领导作用，② 实现目标的任务在于受援国政府，这加强了受援国的政

治和行政系统。四是援助更具可见性，发展成果和援助激励之间的因果关系

更为明晰，这可以帮助援助国展示援助带来的具体成果。 

然而，结果导向型援助也存在着劣势。一是造成援助“宠儿”与“孤儿”，

即结果导向型援助仅适用于那些表现良好的国家，对于低收入和高度依赖援

助的国家而言，这些激励条件不存在或效果不佳。二是对受援国执行能力要

求高，该方法意味着受援国需要有能力取得成果。如果它们的能力不足、公

共财务管理系统不完善，这种方法并不现实。三是容易导致整体政策缺乏系

统性，对某些特定结果的关注往往会导致整体政策缺乏系统性，实现特定目

标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对同一部门其他重要问题的忽视。四是部门限制，结果

导向型援助无法在所有部门得到同等实施。教育、卫生等社会部门以及容易

衡量的基础设施服务部门（交通、公共供水等）更适合此种方法。其他部门

可能较难衡量这些结果或与受援国达成协议，例如，关于良好治理的复杂协

议。五是预融资能力不足。在这种方法的设计中，受援国需要自己预先出资，

然而一些低收入国家的预算非常紧张，这可能是一个主要障碍。六是时间范

围。结果导向型援助往往具有短期视角倾向，因为它可能只考虑那些可以快

速实现的目标，对于那些只能在中期或长期实现的目标可能会与短期政治目

标（如赢得选举）发生冲突，③ 因此，结果导向型援助并非灵丹妙药，过于

                                                        
① 王明国：《全球发展治理引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93 页。 
② 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lobalpartnerships/。 
③ Stephan Klingebiel, “Discussion Paper for Results Based Financing—the Potential fo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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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结果也会造成政策的短视。 

 
三、联合国 2030 年议程及其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影响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国际社会为全球发展建立的一个结果框架。

这一框架包含 17 个大目标、169 个子目标以及 230 个指标，大部分目标的

截止期限为 2030 年。①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并不是为发展合作本身

（包括官方发展援助）或单个发展合作提供方设置的框架，但它为结果导向

型援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发展合作提供方（援助方）与合作伙伴（受

援方）都可以通过将其结果框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而获益。② 

（一）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结果框架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 2015 年通过后，西方国际发展学界及

政策界就开始加大对结果导向型援助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指标的

相关性进行研究。2017 年 9 月，OECD-DAC 发布了题为《通过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子目标和指标加强援助方的结果框架》（Strengthening Providers’ 

Results Frameworks through Targets & Indicator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列举了由 53 个稳健指标（robust 

indicators）支持的 42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成果”（outcome）子目标和涵盖

实施手段（means of implementation）的 18 个可持续发展子目标及其指标，

并建议发展合作提供方以此菜单作为制定自身发展合作结果框架的参照。 

以教育目标为例，联合国 2030 年议程的目标 4 为“确保包容和公平的

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与目标 1—16 中的其他大目标相同，

该目标下设的子目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到 2030 年要实现的目标（主

要聚焦于结果链条中的“成果”层面），第二部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主

                                                                                                                                          
Greater Results Focus,”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1, pp. 5-6. 

① UN, Report of the Inter-Agency and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Indicators, 2016, Annex IV,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 
11803Official-List-of-Proposed-SDG-Indicators.pdf. 

② OECD, Strengthening Providers’ Results Frameworks through Targets & Indicator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2017,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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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聚焦于结果链条中的“活动”层面）。例如，子目标 1 为“到 2030 年，

确保所有男女童完成免费、公平和优质的中小学教育，并取得相关和有效的

学习成果”。衡量目标进展的指标则包括：在二年级或三年级、小学结束时、

初中结束时获得基本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的儿童和青年的比例，按性别分列；

初等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的完成率。实施手段则包括建立和改善教育

设施与增加合格教师人数等。此外，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 1—16 的如期

实现，目标 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则专门

强调了发展合作的作用，通过发达国家全面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以及加强

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等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1—16 方面取得

进展。2030 年议程中与结果导向型援助密切相关的子目标和指标为援助方

与受援方在发展合作中确定责任归属、进行沟通交流、明确合作方向和总结

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基础，① 这是发展政策一致性努力的重要里程碑。 

（二）联合国 2030 年结果框架与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

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2011、2014、

2021 年，中国发布了三份白皮书，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与成就、对

外援助管理体系、国际发展合作趋势与特点等进行全面介绍。2011 年白皮书

将中国对外援助归纳为八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

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② 总

体来看，2011 年白皮书对中国援助情况的总结主要是集中在结果链条中的

“活动”与“产出”层面（如提供了多少价值的药品、援建了多少所学校和

医院等），而对中国的援助在受援国产生的“成果”及“影响”基本上没有

提及。2014 年白皮书在 2011 年白皮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更加注重对援

助所产生的结果的强调，这显然与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国际发展合作潮流是相

契合的。2014 年白皮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对中国援助在推动受援国

民生改善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总结，但所提供的

                                                        
① OECD, Strengthening Providers’ Results Frameworks through Targets & Indicator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2017, p. 6.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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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材料的“成果性”并不突出，如中国在 2010—2012 年期间援建了 156

个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举办了 1 579 期官员研修班等。① 

2015 年联合国 2030 年议程通过后，中国对外援助及国际发展合作开始

与联合国 2030 年议程对接。2021 年 1 月 1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将国际发展合作定义为“在南南合

作框架下，中国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包括人道主义援

助方面开展的多双边国际合作”②。这份白皮书除了将“援助”扩展为“发

展合作”之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是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推动落

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列为白皮书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这说

明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向结果导向又迈进了一步，表明了中国希望通过“一

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的意愿与

决心。在此基础上，2021 年 9 月 1 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外交部、商

务部联合发布新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白皮书的基本精神体现在具体的对外援助管理之中。总之，2021 年中国发

布的与国际发展合作及对外援助相关的文件都对结果导向型援助有所强调，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社会对结果导向型援助的讨论是基本同步的，从这里

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治理话语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

系，更显示出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相通之处。 

 
四、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对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借鉴与超越 

 

“对外援助”（foreign aid）、“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

“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和“发展合作”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是相近的概念，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术语

有着不同的使用偏好。美国多使用“对外援助”，且往往不对发展援助和军

事援助进行区分。“发展援助”和“官方发展援助”在一些欧洲国家和国际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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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使用较多，强调援助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而非出于军事或

其他目的。① 经合组织和欧盟的文献中则较多使用“发展合作”，以表明其

致力于提高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平等性。长期以来，中国的官方文件中更多

使用“对外援助”一词。例如，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

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② 又如，2011 年 4 月和 2014 年 7 月，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第一份和第二份《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然而，2021

年 1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则将“对外

援助”升级为“国际发展合作”，这一表述的变化是中国国际发展政策与时

俱进的体现，且与结果导向型援助及联合国 2030 年议程相互关联。 

（一）“国际发展合作”的新表述反映了中国对援助在促进国际发展方

面局限性的认识更加深入 

二战后的国际援助体制是以 1947 年“马歇尔计划”的启动为标志而展

开，③ 在此后的 4 个财政年度，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共接受了美国包

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 131.5 亿美元。④ “马歇尔计划”

促进了西欧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使西方国家认识到对外援助的积极作用，

此后西方国家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援助逐渐展开。

然而，在接受援助的几十年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成功走上发展之路，

即使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仍然在为摆脱极端贫困而努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在 2005 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对

援助效果不佳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首先，援助金额受到援助国经济发展情

况及对外战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其直接表现是援助

承诺出现无法完全兑现的问题。其次，大多数西方援助国都将提供援助与苛

刻的条件挂钩，这降低了援助资金的有效额度、加剧了援助的不稳定性和不

                                                        
① 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8

—389 页。 
③ 高辉清：《二战后国际对外援助的发展与演变》，国家信息中心，2015 年 7 月 31 日，

http://www.sic.gov.cn/News/456/5069.htm。 
④ 王荆杰：《浅析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与影响》，《期货日报》2017 年 6 月 27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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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测性。再次，不同的援助方对受援国关于援助资源使用的报告和援助效

果的评估有不同的要求，援助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给受援国带

来了沉重的人力和物力压力。① 2009 年，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甚至提出了“援助死亡”（Dead Aid）的观点，认为由西方国家主导

的对非洲援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已走入绝境，此种由外部力量主导的援助

造成非洲对外部的严重依赖，埋葬了非洲自主、独立发展的机会与意愿。② 而

结果导向型援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与西方传统援助国的对外援助

不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在与发展中国家

的合作中也注重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的提高，③ 将“输血”与“造血”相结

合。④ 因此，将“对外援助”转化为“国际发展合作”更能体现中国与其他

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平等互惠性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的发展援

助理念与结果导向型援助理念相契合。 

（二）“国际发展合作”的表述体现了南南合作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

作的基本定位 

二战结束后，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国际发展合作实践至少存在着

三条主线：第一条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第二条是苏联向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第三条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

南南合作。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始终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进

行，强调合作的互利性。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特别是 2008 年国际

金融危机以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对危机和疫情的不

同应对导致国际权力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进一步加速，中国进一步走近世界

舞台的中央。在此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许多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质疑的声音，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 2019 年 7 月指责中国通过发

展中国家的身份在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⑤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

                                                        
① UND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a Crossroads: Aid, Trade, and Security in an 

Unequal World, 2005, pp. 98-102. 
② [赞比亚]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5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 年 4 月。 
④ 王海：《中国援助非洲是“输血”加上“造血”》，《中国青年报》2014 年 5 月 6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5/06/content_2673006.htm。 
⑤ Brett Samuels, “Trump Wants WTO to Crack down on China Labeling Itself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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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Elizabeth Truss）在 2021 年 4 月也表示英国将会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

中国家地位。① 对此，中国在 2021 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

书中重申南南合作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定位，强调中国开展国际

发展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与南北合作有着本质的区别。② 正

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具有南南合作的特性，使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

助能够避免结果导向型援助的某些负面因素，比如能够避免援助中出现“宠

儿”和“弃儿”的现象。随着中国更为强调国际发展合作，中国的对外援助

在关注援助结果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均衡地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以结果为导向

的援助。 

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对殖民地的掠夺，它们在道义上有援助发展

中国家的责任，而南南合作则没有这一历史包袱。另外，也同样由于殖民思

想的影响，今天的南北合作依然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突出体现

在发展道路的一元性与合作模式的垂直性。一元路径观的哲学基础是坚持西

方社会的“先进性”和所有民族都要经历相同发展道路的社会进化论。③ 受

此理论的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发展，只能沿着

西方国家走过的路前行。这一思想在国际发展实践中的体现是垂直型的南北

合作，即西方发达国家以“教师爷”自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为发展中国

家开出种种发展“药方”，如结构调整、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人权、

善治等。与南北合作不同，南南合作倡导发展道路的多元性与发展合作的水

平性。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时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的原则，尊重其他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④ 这显然有助于在保持结果导向型援助优势的同时克服其劣势。 
                                                                                                                                          
Country,” The Hill, July 26, 2019, https://thehill.com/policy/finance/454932-trump-calls-on-wto-to 
-reform-developing-country-status-used-by-china. 

① 《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英国给世贸提要求，将矛头对准中国》，凤凰网，2021
年 4 月 6 日，https://news.ifeng.com/c/85Dprqv7rHz。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2021
年 1 月。 

③ [瑞士]吉尔贝·李斯特：《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7 年版，第 57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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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发展合作”的表述更好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 2013 年 10 月 24—25 日举行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国家主

席习近平提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4 年 7 月 16 日，

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时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

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①。在援助话语中，援助方（donor）和受援方（recipient）

的表述一方面具有居高临下和施舍的不平等意味，另外也体现出双方关系中

资源单向流动的不均衡性。而“国际发展合作”显然更具平等性与均衡性，

体现着资源双向流动与共同发展的内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更为契

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以“一带一路”为

重要平台，以推动联合国 2030 年议程的落实为重要方向，毫无疑问这是对

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划时代超越。 

 
五、从国际发展到全球发展：中国的全球发展话语权构建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议程对接所带来的机遇，同时有效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

堵，需要在借鉴的同时解构甚至超越西方的国际发展话语，并在此基础上建

构中国的全球发展理论。这样才能增强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话语权，并

且更好地把握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国际发展的内在逻辑 

1949 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宣布了“欠发达地区”的

“发展计划”，他在为国际发展时代揭开序幕的同时，也在提倡一种构想国

际关系的新方式。② 这种“新方式”用全球经济中贸易伙伴之间的看似平等

的关系取代了原来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制度。在新的国际关系中，一

                                                        
① 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新华网，2014 年

7 月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17/c_1111665403.htm。 
② Gilbert Rist,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Fifth 

Edition), London: Zed Books, 2019, pp.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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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欠发达”国家落在后面，需要“发达”国家的慷慨援助才能赶上去。通

过这种新话语，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新认知被创造出来，20 亿人被贴上了

“欠发达”的标签，① 他们不再是原来具有丰富多样性的群体，而成为反映

他人现实的镜子，这面镜子对他们进行贬低并将他们送至队列的末尾。人们

在谈论他们时首先不再是其文化多样性，而是他们统统都是欠发达地区的

人。② 世界上存在着“发达”和“欠发达”的社会，前者在北方而后者在南

方，后者问题的解决受益于前者的知识。这一思维方式类似于临床观察，其

特征是将注意力放在他人的缺陷上，将有关治愈的知识归于自我，而忽略他

人的知识。在这一视角下，北方没有成为发展干预的对象。因此，根据发展

学派的观点，“发展”的不变特征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对“欠发达”社会

进行干预的合法性，基于“发达的自我”（developed Self）的欧洲中心视角

以及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知识的归因，基于可以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的普遍标

准。③ 由此，结果导向型援助虽然克服了过程导向型援助的种种不足，但是

却依然难以超越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中的以北方为中心的西方发展观。 

（二）从国际发展议程到全球发展议程 

从某种程度上看，联合国框架下的四个发展十年和千年发展目标体系都

应该属于国际发展议程，议程中所设定的目标主要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实

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则主要是援助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尽管

结果导向型援助这一修正过去西方发展援助负面影响的理念对上述联合国

的国际发展议程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但是却并没能改变国际发展中的这种以

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单向流动。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一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和环境议题在发

展议程中的进一步凸显，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环

境等发展可持续性问题，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普遍适用性，

                                                        
① Gustavo Esteva, “Development,” in Wolfgang Sachs,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Zed Books, 1992, pp. 6-25. 
② Ibid., p. 7. 
③ Aram Ziai, “Post-Development and Alternatives to Development,” in Paul A. Haslam, 

Jessica Schafer, and Pieere Beaudet, eds.,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ctors, Issues, and Practice (Third Edition), Cana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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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在促进目标实现的资源

和知识方面，作为执行手段的千年发展目标 8（建立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

系）并未提到南南合作的作用。与此不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作为

执行手段的目标 17 则明确将南南合作、三方合作与南北合作并列，强调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也是发展资源与知识的来源。因此，从目标适用

范围和发展知识来源的视角看，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属于真正的

全球发展议程。更重要的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国际发展合

作和全球伙伴关系方面既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也为超越该理

念奠定了基础。 

（三）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发展话语权构建 

通过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中国的发展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

合自身国情的发展之路确立了信心，中国也开始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

产品。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开展

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① 2021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在全球发展话语建构方面迈

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该倡议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

疫情交织影响下的全球发展指明了方向，对“要不要发展”“要何种发展”

“如何发展”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回答。全球发展倡议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

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惠包容

性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全球发展倡议是在充分借鉴

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蕴含了西方文明中的“发展”、马克思主

义中的“公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等要素。全球发展倡议与“一

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全球发

展话语权建构的重要基础，并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

为全球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明了方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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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多年来，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与民众的欢迎与好

评，但也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学者与官员的质疑与诟病，“新

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缺乏透明度”等指责也一度甚嚣尘上。要增强在

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话语权，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效果需要更多可量化的结果

证据来支撑。中国需要吸收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结果导向型援助方面的研

究成果，在合作实践中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对国际发展合作

的实践进行改进与完善。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既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实践，也是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的重要突破口。 

在中国为全球发展提供的方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问题，而生态文明则致力于解决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与自己的关

系。生态文明不仅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传统的由西方

主导的发展话语的超越，它既包含了替代性发展，也包含了发展的替代。这

些理念为中国全球发展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发展理论，超越结果导向型援助，以

增强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话语权，既与全面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相关，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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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ax Reform: New Process and Implications 
DENG Zhichao, LIAN Ping, and ZHOU Yu 
ABSTRACT: The BEPS has long plagued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problem. BEPS was formally put on 
the reform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2013.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actively promoted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s in line with its domestic tax increases act. In October 2021, the BEPS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 has "broken down the barriers" and formally obtained the 
approval of most of the BEPS framework member states. It is planned to be 
implemented globally in 2023.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s will 
continue to have an impact on global tax governance, global tax cycle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capital flows, and global offshore centers. It will also 
improve China’s tax system, the advantages of China, attract the return of 
Chinese-funded transnational digital enterprises, and bring opportunities for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Por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 will also tighten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for 
Chinese-funde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hich will have an impact on Hong 
Kong’s financial stability. China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presented in this 
round of tax reforms to improve the domestic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ccelerate market-oriented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opening process, 
promote the benchmarking of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self-experimental 
zone, and enhance Hong Kong’s endogenous growth momentum and stabilit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ax reforms, profit shifting, tax base erosion, digital 
economy 
 
 
Toward“Results-based Aid”and Beyond: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Development Discourse in the New Era 
CUI Wenxing and YE Jiang 
ABSTRACT: Aid is an important tool of a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s foreign aid practice 
was to compete for allies. The evaluation of aid effectiveness wa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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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based, and the aid was used to keep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in their own 
camp.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crisis of legitimacy of aid budgets 
emerged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discussions on aid effectivenes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process-oriented to result-orient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ave provided an important frame of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 aid results. Result-based aid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visibility of China’s foreign aid, but its 
drawbacks and North-South vertical characteristics make it necessary for China 
to formulate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that goes beyond 
aid in the new era.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t only absorbs the positive elements of results-based aid,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ranscending it.The in-depth align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present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break through the strategic contai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ogether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rms th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global development discourse, surpasses 
results-based aid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KEYWORDS: results-based aid,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obal development, Chinese initiatives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Perspective 
TANG Lixia, ZHAO Wenjie, and LI Xiaoyun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China’s foreign aid has undergone several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the emphasi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rom the official perspective has 
become the beginning of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reign aid, 
which has also laid a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aid in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better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has become richer. First, 


